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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现代世界的根本现象之一。通过“信息
技术”这一方式，当今世界充分、彻底地进入技术之
中，为技术所包围、沉浸和裹挟。除了提供物质框
架，技术还为“现代性”带来了新的理念框架与实践
框架。现代性的基本进程，是用技术为世界染色、烧
制后，蜕变为现代世界的进程。“技术化”“信息化”
的过程，就是世界被信息技术征服的过程。技术在
一次次的攻城掠地中，展现了自身，也遮蔽了自身，

有时，失去了自身……
围绕现代技术的喧嚣，由来已久，其中充斥着称

颂、赞美和欢呼之声，也掺杂着质疑、非议和批判的
声浪。这些声音在教育领域同样存在，并且分裂成
两类群体:前者属于在教育技术世界里面的人，他们

一边孜孜不倦地创制技术，一边为信息技术摇旗呐

喊，后者则属于站在外面的人，以旁观者的姿态“冷
言冷语”，向技术世界发出饱含警惕与焦虑之情的
“呼唤”，其中藏有真知灼见，也存在“误解”和“偏
见”。但问题在于，呼唤的与被呼唤的往往不能相

互应答。双方似乎各忙各的，听不到彼此的声响，更
听不到对方偶尔出现的应答。
本文首先应该被视为一座“桥梁”，通过思考

“现代技术”，将两个世界嫁接起来，以澄清“教育责
任”的方式，为技术正名、也为技术忧虑，如果可能，
试图为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未来，打开新的方向。
与其说，本文包含了某种“期待”，不如说是“等

待”，等待那些长期在现代技术的世界里，被遗忘、
被隐匿因而被丢失的责任，得以浮现并彰显，进而被

有所担当，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教育责任”，以此
方式，努力变成“建设性的批评者”。在任何时候，
建设总是比批评更难，作建设性的批评者更难。从
事教育技术研究，是最有可能成为建设性批评者的

领域之一。

一、信息技术的“教育贡献”

以“信息技术”①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是我们这
个时代的宿命。身为其中的每一个人，都目睹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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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它带来的巨变。如果用“伟大”来形容这个时
代，那必定是由“信息技术”引领和创造的“伟大”。
经由“信息技术”的伟力作出的“时代贡献”之

中，“教育贡献”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与信息技术
带来的“经济贡献”“文化贡献”等有着同等重要的
地位。
这一“教育贡献”主要通过“实践贡献”“理论

贡献”“文化贡献”等方式展现。它们共同以“教育
的方式”发挥了信息技术的育人价值，让技术的“现
代山峰”在人类文明的疆域愈加耸立和凸显。
在“实践贡献”上，有研究者以“改革开放 40

年”为时间轴，回顾了“中国教育技术学”的“时代贡
献”:培养了大批高层次教育信息化人才; 推动学科
融合，促进知识创新; 推动教育改革和理论创新，提

升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颠覆学校形态，提升办学水

平;促进教育管理决策科学化和精准化;促进教育均

衡发展，实现教育精准扶贫;促进技术与教育深度有

效融合;推动教育信息化，助力实现教育现代化; 提

升人的信息素养，促进人类信息文明;促进经济和社

会发展等( 王运武等，2019) 。它们基本涵盖了信息
技术对于教育领域的“贡献路径”，以及“信息技术”
与“教育”的“融合路径”。至少存在两个层次的“融
合路径”:一是宏观层次的融合。以“国家”为单位，
信息技术与“人才培养”“教育体制”“教育均衡”等
融合;一是微观层面的融合。以“学校”为单位，深
入到与“学科课程与教学”“学生学习”“教师发展”
的融合等。两个层次的融合，共同融入了“教育改
革”:信息技术深度参与、介入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教
育改革进程，引领人类教育改变传统的教育格局，走

向由信息技术而来的新的教育样态 ( 如“智慧教
育”) 。
如若跳出“教育圈”，将信息技术的“实践贡献”

放在人类总体实践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信
息技术”融入“教育实践”，改造和丰富了教育实践
的内涵、形态与方式，助力“教育实践”在人类总体
实践体系内地位和价值的提升，深度影响人类的

“政治实践”“经济实践”“伦理实践”“审美实践”
“宗教实践”等实践样式，更加凸显“教育实践”的不
可替代性，即它是一种以“育人”“成人”为宗旨的
“生命实践”。相比与“学科课程教学”“学生学习”
“教师发展”的深度融合，信息技术融合教育的真正

“深度”，体现在人的培养和育人方式的改变上: 它
不仅创造了新的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和管
理方式，而且创生了新的“育人标准”或“人才标
准”，在信息技术时代，重新提出并回答了“培养什
么人?”“什么是新时代需要的人”等教育核心问题
和前提性问题。它的实践逻辑是: “信息技术时代”
是“新时代”( 如“智能时代”) ，新时代要有“新人
才”( 如“智慧型人才”) ( 祝智庭，2016 ) ，新人才以
“新素养”( 如“信息素养”) 、“新思维”( 如“计算思
维”) 、“新能力”( 如“编程能力”) ( 张进宝等，2018)
等为标志，且都要通过“新教育”，即“新的教育实
践”来实现。惟有通过以“信息技术教育”为硬核的
“教育实践”，才可能是通往的人的发展之路。
在“理论贡献”上，依托“教育技术学”这一“年

轻学科”，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确立了理论发展的
归宿和阵地。在中国，它的出现与发展伴随着“南
国农之问”( 南国农，2012; 任友群等，2012) : “为什
么我们的教育信息化越来越发展，教育技术学却越

来越衰弱?”这是产生于教育技术领域的奇特悖论:
强大的实践自信与强烈的理论自卑，“与教育学其
他二级学科相比，教育技术学最突出的短处或局限

就在于过于注重实践，这难免会在学术研究上存在

积累的不足，理论的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以至于被

其他兄弟学科认为我们只会‘干活’，没有思想，所
以即便是现在还会有很大一部分认为从事教育技术

研究的人大概也就是做做‘PPT’之类的事情。”( 孙
立会等，2014) 这种颇为“实在”的心声，在“教育技
术学”领域颇具代表性。实际上，通过多年持续努
力，“在中国”的教育技术学已经作出了独特且不可
替代的“理论贡献”，即使它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并不影响其本应具有的“理论自信”。
倘若以其他“教育学分支学科”为参照系和比

较对象，在此语境下的“教育技术学”已经作出了如
下贡献:

其一，提供了“新概念”。当“技术”“信息技
术”“互联网 +教育”“创客教育”“机器人教育”“人
工智能教育”“智慧教育”“电子书包”“慕课”“微
课”“翻转课堂”“混合式学习”等一系列概念被提出
和界定，纳入教育技术学的研讨范畴，它们就不再只

是“技术实践”或“实践操作”，而是“理论概念”。
例如，“混合式学习”最早生发于日常学习实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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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出现也昭示着教育技术理论的新发展 ( 何克

抗，2004) 。对“概念”的把握，是最基本的“理论方
式”，“运用概念”的活动，则是进入理论世界的大门
之一，它印刻了对入门者的理论要求:以思索概念的

方式展开对现实的追问和探究。“理论思维”或者
“以理论的方式把握世界”，都是通过概念的运用而
实现的。典型如哲学领域: “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
其思想的创造性、独特性总是体现在其核心概念之
中”( 杨国荣，2014 ) ，如老子的“道”，孔子的“仁”，
墨子的“兼爱”，王阳明的“良知”，还有柏拉图的“理
念”，海德格尔的“存在”，福柯的“权力”等。从这个
角度看，“理想的理论”或“好的理论研究者”的标志
之一，是善于提出概念、建构概念、分析概念和论证
概念的能力。以此为视角和标准，尽管“教育技术
学经历着概念危机”( 李子运等，2018) ，但拥有独属
于自身的概念体系，却是不争之事实，它与传统的

“教育”“课程”“教学”“课堂”等教育基本概念相融
合，生成了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并趋向于“浑然天
成”之境。
其二，提供了“新问题”。理论之学，也是问题

之学。不断提出“新问题”，善于提出“真问题”与
“好问题”，一向是衡量理论品质的基本尺度。尽管
提问与追问有微妙差异，“提问属于科学”，“追问属
于哲学”。哲学意义上的追问，可以由更多追问予
以回应，科学意义上的提问，则呼唤一个可以解决问

题的答案 ( 李艺，2019 ) 。但二者之间不是非此即
彼，更非截然对立，而是相通相连的。作为一门学
科，与概念体系一样，“教育技术学”的独特问题域
业已成型，而且是一些教育学科原有理论体系中找

不到答案的问题:“技术给教育带来了哪些变化，教
育、技术与人的关系是什么，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
用是怎样的;技术丰富教育环境对学习究竟有没有

影响，如果有，会带来哪些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发

生的;学习环境该如何设计，教师的角色又是什么;

什么样的教育干预是有效的。未来已来，新兴技术
将怎样影响教育形态、课程内容、教学模式、学习方
式和教师职能 ( 教师会失业吗) 的变革?”等 ( 杜华
等，2020) 。这些问题初发于教育技术学，逐渐成为
具有普遍意义，即“普通教育学”意义的问题。此
外，教育技术学体系化的问题域已然生成，表一即以

“教育技术哲学”为例( 冯友梅等，2017) :

表一 “教育技术哲学”的问题体系(问题表述简洁版)

序号 问题表述 类属

1 教育领域中的技术界定及其合理性

2 人类进化与技术发展的关系

3 教育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本体论

4 教育领域中的技术价值如何

5 高技术支持的教育系统一定优越吗

6 教学组织形式多元化的判断与选择

7 教育信息表达多媒体化的合理性

8 教育领域中的技术异化现象

价值论

9 教育技术实践的规范问题

10 如何审视实践中各方的价值诉求

11 教学时空延拓悖论

12 教学交互便捷性悖论

13 新技术培训与教育行政霸权

14 技术援助能弥补数字鸿沟吗

15 网络成瘾者是数字土著吗

实践论

虽然这一体系只是个案，不代表全部，其内部的

逻辑层次和相互关联有待清晰，对问题性质的分析

还需要深化，如哪些属于教育技术( 哲) 学才有的特

殊问题，哪些属于和别的学科 ( 如一般的“技术哲
学”或“教育哲学”) 共享的问题? 哪些属于教育技
术( 哲) 学的基本问题或核心问题等。另外，历史感
即“问题史”的梳理也尚未体现，仍有一些重要问题
或新问题，如“技术如何促进学习”( 黄荣怀等，
2010;顾小清等，2016) 、“什么是中国特色教育技
术”( 何克抗，2011) 和“什么是中国特色的( 教育技
术) 新理论体系”( 南国农，2010 ) 等还没有被纳入，
但这一兼容“本体论”“价值论”“实践论”的问题体
系，凸显了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之独特。其中，“高
技术支持的教育系统一定优越吗?”“教育领域中的
技术异化”等问题，展现了教育技术学领域少见的
对技术限度或局限的“反思与批判意识”。最重要
的是，不少问题都是只有通过教育技术 ( 哲) 学研

究，才可能提出的，是其他学科难以染指或者无力解

决的。
其三，提供了“新理念”。新概念的提出，常常

隐含着新理念，新问题的追问，也往往通向新理念，

蕴藏着新的理论世界的可能性。以“智慧教育”为
例，它既是“新概念”，也是“新问题”，更是一套自成
框架的新理念。在该体系里，“智慧教育”( Educa-
tion for Wisdom) “是一种最直接的、帮助人们建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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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智慧体系的教育方式，其教育宗旨在于，引导你发

现自己的智慧，协助你发展自己的智慧，指导你应用

自己的智慧，培养你创造自己的智慧”( 祝智庭等，
2012) 。这一教育理念对研究框架起统率作用，它
孕育、引领并催生了“智慧环境”“智慧教学”“智慧
人才”( 祝智庭，2016;黄荣怀，2014) 。该理念与“六
种现代教育观”、“三种”学与教理论( 南国农，2010)
等一样，是典型地从教育技术学的土壤里孕育而生

的“理念产品”，是教育技术学才可能有的“理念供
给”。它以“新理念”的方式，提出了智能时代的教
育“新理想”和“新境界”，展现了一条通往新时代教
育的“教育技术学之路”。通过如上诸多之“新”，
“在中国”的教育技术学形成了以“形而上的本体
论、形自体的认识论、形而下的方法论”( 李子运等，
2018) 等为核心构件的理论体系、理论逻辑和理论
方式，包括自己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 李子运，
2015) ，就一些教育中的“公共问题”和嚼不烂的“老
问题”，如“什么是教育”“如何认识和促进学习”
“如何理解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学科的逻辑起
点是什么”等提出了来自教育技术学的主张。以
“学科的逻辑起点”为例，针对这一教育学理论建设
的基本问题，教育技术学先后提出了“媒体起点论”
“学习起点论”“基于媒体的学习”( 郑旭东，2004;
桑新民，2003) ，丰富和深化了“逻辑起点”问题的研
究与思考，为其他教育学分支学科提供了来自教育

技术学领域的启迪。
在文化贡献上，什么是一种实践或理论对人类

社会最重要的贡献? 在我看来，应该是“文化贡
献”。既然“技术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它们也
塑造世界”( 安德鲁·芬伯格，2005) ，那么技术塑造
的是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世界可以被命名为“存
在”，它不是外在于“人”，而是内在于人，属于人和
为了人的存在，是海德格尔等为之操心和忧心之所

在。技术最终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它
暗含了“文化”的本义，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包
括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此理解为依据，
所谓“新文化”就是“新的存在方式”或“新的生活方
式”。1915 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
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型，同时引发了语言背
后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的转变，彻底改变了现代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作为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的胡

适，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他改变了

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推动了“文化变迁”，
作出了“文化贡献”。在当下，新的文化运动已在世
界范围内出现。如果说，当年的中国“新文化运
动”，始于文字转型，当下的“新文化运动”，则从“媒
介转型”开始:从纸质媒介转向电子媒介，从文字媒
介转向视频图像媒介。这是由信息技术带来的新文
化，也是现代人全新的生活方式。面对这一由信息
技术塑造的全新的文化世界，“什么是智能时代的
理想新人”，“什么是智能时代理想的生活方式”，成
为此时代的重大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的使命和责任

被赋予了教育技术学及其相关学科，对这一问题交

出了何种答卷，不仅影响未来的人类生活，而且也影

响教育技术学的存在价值和学术地位。整体来看，
教育技术学做出的“答卷”展示出了独特和层次化
的贡献。叶澜 ( 2004 ) 曾经从三个层面指出信息化
的存在形态:基础性的技术存在、结构性的社会存在
和生命性的个体存在。她发现，信息化从技术层面
开始;改进和功能的扩展使其逐步渗透到社会各个

领域，带来社会结构性变革，使社会呈现信息化特

征;同时，它又直接且广泛地影响到生活在信息社会

中的生命个体，使个体的生命实践呈现信息时代特

征，并且，信息成为影响人的生命发展的重要力量，

呈现出生命特征。基于教育技术学的视域，如果从
人才的类型与标准来看，这一生命特征表现为“智
慧型人才”，从人的素养与能力的角度，则表现为
“信息素养”“计算思维”“编程能力”等( 张进宝等，
2018) ，所有这些都对智能时代之人的生活方式，产
生了实质性影响和改变，为人类作出了重要贡献。
多年以后，如果谁要撰写百年以来的新文化史，教育

技术的演变历史，以及教育技术学领域的贡献，这一

点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

二、被告席上的“现代技术”
我们无法不赞叹信息技术及其在教育中应用所

取得的惊人成就，同样，我们也难以对信息技术带来

的弊端视而不见。
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俨然有了“救世主”容貌

的同时，技术也往往扮演着“被告”的角色，成为被
思想家，尤其是哲学家重点盯梢的“批判对象”。
从柏拉图开始，每一次“技术”的变迁，都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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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被告席，接受各种非议和指责。“书写”出现以
后，作为人类最早的教育技术之一，“很荣幸”成为
柏拉图挞伐的对象。与“口头对话”这一传统媒介
相比，他谴责这种媒介技术无法“相互交换意见”。
借苏格拉底之口，他批评道:“画家的作品栩栩如生
地置于我们面前，但假如你询问它们，它们就会保持

最庄严的沉默。书面文字同样如此，它们就像充满
智慧一样地同你说话，但是如果你问它们表现了什

么东西，希望从中有所受益，它们将永远不断地告诉

你同样的东西”( 安德鲁·芬伯格，2005 ) 。在他眼
里，“对话关系”是师生之间的纽带，也是教育的本
质所在，而“书写技术”破坏了这种对话关系。从那
时开始，对于“技术”的“批判爱好”与“批判传统”
逐渐形成。
技术批判的学科视角集中于政治学、社会学和

哲学等。如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的
批判，展现了典型的政治学视域:将技术的统治与资

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兴起联系起来，认为技术合理性

已经变成了政治合理性，技术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很多时候，这些视角常常融为一体，很难截然区分。
在马克思那里，他对技术的批判是对从技术的社会

本质的理解开启的，“马克思对技术的社会本质的
理解远远超前于他的时代，我们依然能够从马克思

理论的这一方面中学到很多东西。”( 安德鲁·芬伯
格，2005) 但马克思的批判绝不只是社会学的，同时
也是哲学与政治学的。但不管是基于何种视角的技
术批判，都表明“技术问题”已成为重要的政治问
题、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
技术批判的理论类型分为“技术工具论”“技术

实体论”“技术批判论”( 安德鲁·芬伯格，2005) 。
“技术工具论”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
目的的“工具”，是“中性”的，没有价值内涵，从属于
在其他社会领域 ( 如政治、文化或教育) 建立的价
值。这一理论对技术的基本态度是“接受”。既然
是“工具”，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开发并运用即
可。如果存在问题，那也是运用的问题，不是技术自
身的问题。这种技术观被广为采纳，成为现代政府、
学校和政策科学所遵循的主导观点。
“技术实体论”主张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
体系，它将整个社会世界重新构造成控制的对象，技

术成为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命”。这一理论强调，不

管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什么，“技术现象”已经变
成所有现代社会的明确特征，技术则演变为自主性

的存在( Ellul，1964) 。技术带给人类社会文化生活
及人的存在方式等诸多“实质性改变”，成为“实体
论”的重点讨伐对象。这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生活的
改变。如果说，“快餐”的出现，导致了温情脉脉的
家庭聚餐氛围的不复存在，促使传统家庭的衰落，那

么，互联网和手机的使用，也使家庭关系、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等发生重大变化。艾伦特·伯
格曼( Albert Borgmann) 由此认为，技术不是简单的
手段，而是变成了一种环境和生活方式。这是技术
的“实质性影响”( Borgmann，1984) 。另一方面是人
的存在方式的改变。海德格尔声称，现代社会被技
术重新构造的后果是人和存在被贬黜为单纯的对

象，甚至语言都成了消除人类意义的技术话语。他
以计算机为例，宣布在计算机的影响下“人的终
结”。让-弗朗索丽·利奥塔( Jean-Franois Lyotard)
在轰动一时的《后现代状况》中，预言由技术推动的
后现代社会中，人文主义文化的消失和知识的彻底

商品化 ( 让 －弗朗索瓦·利奥塔，1996 ) 。显然，对
现代技术的“拒斥”或“放弃”，对传统或自然方式的
回归和保持，构成该理论的基本态度。
与采取“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理论态度不

同，“技术批判论”带有“调和论”的色彩。它赞成工
具论的非决定论色彩，期冀通过打破宿命论，避免在

技术的节节胜利面前绝望，保持对技术及其进步的

信心，但不赞同将“技术”限定于“工具”的层面，更
反对技术的“非价值性”，否认技术和知识只是“价
值中立的工具”。它认同实体论对技术的理解: “技
术不是单纯的物的凝聚”，还可以“形成文化体系”
和“塑造世界”，但它不满足于实体论将价值等同于
技术的本质，转而将价值与社会霸权联系起来，认定

技术的发展是社会斗争的舞台，它由技术标准和社

会标准共同决定，标准不同，社会发展方向就不同，

从而把对技术的批判，彻底变成社会批判的一部分。
技术批判的对象涉及结果、过程和设计。一是

批判“结果”，即针对技术运用产物加以评判，它既
可是技术塑造的某种社会或文化，也可为技术催生

的某一具体知识、制度和方法( 如教学方法) 等。这
类似于芬伯格所言的“产品批判”。其背后的假设
是:技术产物存在问题，由技术的不良应用造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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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本身是无辜的。二是批判“过程”。它打破“技术
无辜论”，预设技术才是问题产生的根源，主张问题
出在“技术构成的生产过程”。三是批判“设计”。
它回到“技术设计”的源头，强调有什么样的“技术
设计”，就有什么样的“技术过程”和“技术结果”。
这一批判传统根植于马克思。他将阶级偏见归因于
技术本身，认为资本主义的利益既控制着目标的选

择和应用的方法，还控制着技术的设计。芬伯格从
马克思对技术的“设计批判”出发，借助马尔库塞、
福柯、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等人的观点，
提出“技术的问题”，根本上就是“技术设计的问
题”，要求重新思考和改进“技术设计”的核心内容，
例如，要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和自然环境的保护

作为内在因素，将它们融合到技术的设计中，这样才

能在事前避免技术的负面效应 ( 安德鲁·芬伯格，
2005) 。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思考技术，就是重新设
计技术，就是重新厘定技术的标准、架构技术的规则
和确定技术的内容。
综合来看，如若聚焦技术可能带给人类社会的

风险或危害，持不同立场和视角的批判者对技术的

“焦虑”或“恐惧”，普遍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技术破坏了原有的“对话”，改变了传统

的“交往”方式。
这是从柏拉图而来的批判传统。在批判者看

来，从过去的文字书写，到今日的电视、电脑、互联
网、手机……一次次的技术更新，带来的是一场场对
“交往”和“对话”的破坏。尤尔根·哈贝马斯将人
类的活动区分为工作和交往，前者涉及人与自然的

关系，后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人类除了使用技术与自然打交道外，没有其他的

方式，因此要有不同于现代技术的社会是不可想象

的，而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只能从人类的交往中寻求。
很难说，技术的变迁，带给人类交往的是自由，还是

羁绊;是解放，还是禁锢……在实体论者看，后者的
可能性远大于前者。马歇尔·麦克卢汉 ( 2006 ) 的
观点较为“中立”: “每一种技术都立即对人的交往
模式进行重组，实际上造就了一种新环境。”他并没
有对这种新环境进行“价值判断”，但承认:“电子环
境的特点之一，是人们彼此的介入程度很深，于是就

觉得失去了个人的身份。这是我们时代特殊的难题
之一。”在微博、微信、脸书、推特等交往媒介中，个

人身份常以匿名的方式呈现。隐身的不只是个人的
“姓名”，更是具有特定内涵，且构成了交往前提、决
定了交往过程和结果的社会性“身份”。
其二，技术损害了“人性”，导致生命的异化或

灵魂的丧失。
这是“现代技术”受到抨击的核心，也是批判者

用力最深之处。作为现代技术批判的“鼻祖”，马克
思的批判，指向现代工业文明中机器对人的束缚。
束缚的结果，是技术体系在侵入人类人际关系的同

时，也侵蚀了人本身，使社会生活失去人性。这就是
所谓“异化”的源头与本性: 技术的异化是人的异
化，人被异化为技术的“对象”“工具”，颠倒了人与
技术的关系，产生了“主人”与“奴隶”的互换。这一
人性的异化，早在工业时代，就被十九世纪的制造哲

学家安德鲁·尤尔 ( Andrew Ure) 描述过: “由于人
性的弱点，工人的技能越高，他就倾向于变得越任性

和倔强，当然也就越不适合成为机械系统的一部分，

因为在机械系统中，工人偶然的不合常规就会对整

体造成极大的损害，因此，现代制造商的主要目标就

是通过资本和科学的结合，将工人的工作简化为警

觉和机敏的练习”( Ure，1835) 。为了不损害“机械
系统”和其背后的“技术系统”，工人的生命系统必
须凭借“警觉和机敏的练习”的方式来调整，调整的
过程就是工人的生命被机械对象化、被技术工具化
的过程，不然，工人的“生命需要”无法适应“技术的
需要”，最终代表技术的机器控制了人的生命。
伴随人性异化的是灵魂的丧失。以马克斯·韦

伯、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Carl Gustav Jung) 等为
代表的社会批评家宣称，“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和
人类的价值，在争夺现代人的灵魂。处在技术巨大
阴影下的当代人，依旧在为寻求灵魂而奔波 ( 卡

尔·荣格，2017 ) 。他们确信，在技术的世界里，人
的灵魂将无处安放，四处漂泊……
其三，技术“替代”了人的行为，导致人变得无

关紧要。
人类研发技术的“初心”在于，运用技术延伸人

的自身功能，替代人本身的劳作或劳役之苦，但随着

技术的发展，这种替代跨越了“边界”，逾越了“底
线”，产生了机器替代人的危险，让人类的存在价值
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对此，威廉·勒普克
( Wilhelm Rpke) 早有发现，技术发展导致过分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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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分工，使得人的生命力萎缩，各种替代接踵而至。
阿诺德·盖伦( 2003) 就提到“方便食品代替了家里
制作的食品;现成的服装使得传统主妇的裁缝工作

成为不必要的了;唱片和广播里面的音乐代替了家

中的音乐演奏;赛车和橄榄球赛取代了个人的体育

锻炼。最后，人们便从那些思想机器里，从报刊、广
播和电影里，接收现成的见解和舆论。”在智能时
代，类似的替代也俯拾即是: 表情替代了语言，图像

替代了文字，汽车替代了双腿，照相机替代了眼睛，

直到人工智能替代了人类智能，替代了人类的各种

职业。对于这些替代，京特·安德斯 ( 2010 ) 曾预
言:“技术对人有组织的毁灭，并不单是人过度地滥
用技术的结果，而是技术发展的本质。”在他看来，
技术的最终目的是取代人，这正是所谓“技术抛弃
人”的意思。从表面上看，这种发展使人得到了自
由，而实际上让人变得多余。现代技术发展的必然
后果，将是一个“没有人的世界”———智能时代的发
展导致很多职业的消亡等事实，正在印证这一预言。
在技术控制和抛弃人的世界，人尽管事实上还没有

消失，但已经停止了他的作用。世界本身成了目的，
人把自己降格为替至高无上的工业服务的手段，降

格为机器生产的原材料。
种种替代带来的是人类感官的钝化: “读图时

代里，鼻子的功能正随着眼睛的发达而衰退。感觉
器官的畸形发展将导致心灵的不平衡，甚至枯竭。
那些需要借助于眼睛之外的器官去阅读的作品将无

法进入只能读图的人们的视野。……也许在不久的
将来，我们将失去这样的鼻子”( 郭春林，2008) 。感
官退化的原因，在于人类越来越习惯于通过技术和

机器来替代自己的感官直觉，进一步带来的是“直
接经验”的丧失，只能通过外在于自己的他者( 如百
度、谷歌等搜索平台) 提供的间接经验，来理解世界
和表达自身。
技术对人的替代，表面上是功能的替代、感官的

替代、经验的替代和职业的替代，在其深处，则是技
术的逻辑、机器的逻辑，替代了人的逻辑和生命的逻
辑。所以，“人类必须屈从于机械的苛刻逻辑吗?
或者能否从根本上重新设计技术，以便更好地服务

于它的创造者呢? 这是关系到工业文明前途的最终

问题。”( 安德鲁·芬伯格，2005 ) 这样的问题，在步
入智能时代的今日，变得愈发尖锐和急迫起来。

在教育学领域，对技术的批判和警醒也不绝于

耳。大多数技术批判使用的关键词，如“对话”“人
性”“生命”“替代”等，同样适用于教育，并为教育学
者感同身受。例如，他们都竭力维护苏格拉底式教
学法精髓中的对话传统，对任何背离这一传统的教

育技术保持高度敏感和警惕。再如，有研究者发现，
印刷媒介时代存在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代际

不对称性，表现为前一代人相对于后一代人在身体、
经验、知识、能力、社会性等方面的优势。当无处不
在、无时不在的电子媒介浸润在我们周围，它带来的
不对称性的消逝，极大削弱了当今学校教育的合法

性，其危机和败像已经显露。随着代际不对称性的
消逝，以往那种以成人与儿童之间的高低差别为依

据的教育，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②。
近年来，由信息技术带来的大数据技术及其在

教育中的应用，成为被批判的前沿地带。有学者以
“数据为本的教育测评”为例，针对教育测评的大数
据化趋势指出，大数据化的教育测评狭隘地测评人

的发展与教育，把教育过程、学习行为标准化，导致
对教育价值与意义的认知简单化，造成对学生作为

人的发展的内在性、唯一性与完整性的忽略。在本
体论意义上，人不可按照物化的方式被对待，人的心

智、心灵品质无法被数据估算，人的生命价值不应当
被估算。数据化教育测评体现为一种强制机制，它
不仅以数据标注、预测、预定、区隔学生，也激化了教
育的竞争与焦虑，加剧了教育的功利化和工具化。
教育测评看起来是为了实现教育目标，促进教育效

率，实际上它是附加在教育实践之上的非教育装置，

与真正的教育及其过程相异，与存在性学习对立

( 金生鈜，2019) 。这种由教育测评大数据化引发的
教育隐忧，根底上还是对技术与人的生命之关系的

隐忧。海德格尔 ( 1938 ) 依托数学的精确计算与生
命的关系的思想，表达过类似看法:“数学的自然研
究之所以精确，并不是因为它精确地计算，而是因为

它必须这样计算，原因在于，它对它的对象区域的维

系具有精确性的特性。与之相反，一切精神科学，甚
至一切关于生命的科学，恰恰为了保持严格性才必

然成为非精确的科学。虽然我们也能把生命理解为
一种空间 －时间上的运动量，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
不再是在把握生命了。历史学精神科学的非精确性
并不是缺憾，而纯粹是对这种研究方式来说本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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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的实行。”他眼中的生命本质特性，无法完全
被精确的计算所把握，当人们试图用数学的精确计

算把握生命，如“人的心智、心灵品质”时，就“不再
是在把握生命”了，或者说，把握的不是“真实的生
命”，而是被扭曲、被异化的非生命。这里显现出以
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批判者的前提预设: 以技术的方

式，把握生命，将丢失真正的生命。表面上，这是对
技术及其限度的批判，在根底上，则是对科学限度的

沉思。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教育学界对技术

的批判，对技术限度的思考和对已有技术批判思想

的回应，主要来自教育基本理论或教育哲学界，很少

来自教育技术学界。从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至少
从本文的参考文献来看，在教育技术学学者的著述

中，除了个别引用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几乎看不

到对技术批判理论与观点的引用或回应，这或多或

少存在对相关批判之思的阅读和了解的缺失，更遑

论自身对技术的“批判性思考”了，从而产生了“批
判失语”。已有的更多是“挑战性思考”，即聚焦一
种新理念、新技术带给学习者的挑战，如“智慧教
育”的出现“要求学习者具有良好的自组织能力，这
对已经习惯了传统授受主义的学习者们来说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 祝智庭等，2012 ) 。这是个值得品味
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技术学界对哪怕

是同属于教育学科领域的技术批判之思“视而不
见”，对批判之声“听而不闻”。“教育”和“技术”虽
“各奔前程，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
类，然而只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 马丁·海德格
尔，2004) 。这说明，信息技术一直在追求与当代教
育、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融
合相对被忽略，即教育技术学与其他教育学分支学

科的深度融合。

三、通往“人的生命成长”的“技术”
任何对“技术”的批判，都改变不了如下事实:

技术拥有改变世界、改变人类和改变教育的伟力，它
已经成为具有强大自主性的存在。在哈贝马斯看
来，在所有理论中，技术是一种天命，以技术形式出

现的理性，超出了人类的干预或修正范围。
在技术产生并发挥改变伟力的过程中，教育技

术为之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参与改变世界的进程。

然而，正如京特·安德斯( 2010 ) 所言“仅仅改变世
界是不够的，我们一直在这么改变，即使我们不那么

做，世界也在改变着自己。问题是我们要去阐述这
种变化，并去改变这种变化。目的是让世界不再没
有我们而自己变化，避免它变化到不再需要我们。”
要达到“改变这种变化”的目的，总是需要预先“改
变自身”，这是教育的真谛: 只有先改变自我，才可
能真正改变他人。
无论是教育技术的实践，还是教育技术的理论，

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对自身使命和责任的理解与认

知。它与如下问题有关: 为什么人类需要教育技术
和教育技术的理论( 或教育技术学) ? 它对人类及

其教育有何作为? 可以解决哪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

重大现实问题? 换言之，面对信息技术与教育，教育

技术学的“天命”何在?
当我们阐明技术所做出的“教育贡献”时，其实

就是在展现信息技术已然承担的“教育使命”或“教
育责任”，这一责任曾被称之为“数字时代信息意识
教育的责任”( 张进宝等，2018 ) 。思考这一问题的
独特意义在于，它与教育技术及教育技术学的存在

价值有关:承担多少责任，如何承担责任，价值和地

位就会有多大。
教育技术领域已经通过与教育的全方位、多层

次深度融合( 杨宗凯等，2014) ，承担了自身的“教育
责任”。但作为这个领域的长期旁观者，我依然觉
得遗漏了，或者缺失了什么……
最根本的缺失，是没有把“人”确立为教育技术

研究的原点或起点。我们看到了“大写的技术”“大
写的学习”，但没有看到“大写的人”。
与“人”有关的相关研究，并非没有。有的主张

要回到“教育技术源始之所在”，将“研究师生所需
要的东西”作为“回到的事情本身”( 李子运等，
2018) 。也有人( 孙立会等，2014 ) 强调: “教育技术
研究者没有自己的利益，教育技术研究者的利益就

是教师的利益、学习者的利益。”更多的研究聚焦于
“学习者”或“教师”的各种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意识、
素养或能力，却“淡化了对学生和教师作为‘人’的
重建，毕竟，对教师的职业‘角色’的认知 ( 马欣研
等，2019) ，无法替代对‘人’本身的探究”( 李政涛
等，2019) 。
最大的缺憾在于，没有将“人”作为教育技术的

·02·

李政涛 . 现代信息技术的“教育责任” OER． 2020，26( 2)



“逻辑起点”。如前所述，迄今为止教育技术领域的
“逻辑起点”，如“媒体起点论”“学习起点论”“基于
媒体的学习起点论”或者“技术中的学习起点论”等
等这些代表性观点的共有特征，是把“物”( 媒体) 或
“事”( 学习) ，而不是“人”作为起点。这导致教育
技术以“成物”“成事”为目的，教育技术学变为“成
物之学”或“成事之学”，而不是“成人之学”。即使
主张教育技术的“落脚点”应该是“人的‘行为’”
( 孙立会等，2014 ) ，但“行为”也是“事”，实质还是
“做事”。这说明在教育技术的世界里，“物的意识”
或“事的意识”很强，“人的意识”较弱。其根源与
“技术”作为“物”和“事”的本性有关，由此才会出
现( 张俐蓉，2007) : “在人们原有的视野中，结构性
的社会存在是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层面，基础性的技

术存在是人们认可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前

提，而生命性的个体存在是为人们忽略最多、恰恰又
是最为基础与重要的层面，由此也导致了人在技术

应用中的失落。人的价值应成为信息技术在学校教
育应用的出发点和归宿，成为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

关系重构的基点。”与此相关的呼吁是: “我们应该
深度思考技术及其本质，辩证看待技术与人的关系。
技术是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

现。人的生存是技术性生存，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本
质有一致性，技术应回归人性、承载人文、以人为本。
从主客一体、和谐共生的哲学视域看，构建包容性
的、多元一体的信息化教育理论迫在眉睫。”③若详
加辨析，如上两个主张的提出者，分别来自“教育学
原理”和“教育经济学”，都是“教育技术学”领域之
外的人。相比而言，倘若以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时间
切片，回顾教育技术领域的专业文献，很少发现“技
术与人文精神”“技术与人文主义”或“技术与人的
精神、心灵或灵魂”等相关的讨论。20 世纪 90 年
代，中国思想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反思学术商品

化、道德滑坡和工具理性泛滥( 王晓明，1996) ，以及
在 21 世纪初，哲学、社会学领域开始的“数字化与
人文精神”大争鸣，强调数字时代要“关心人、重视
人的价值和尊严”( 鲍宗豪，2003) ，在同时期或此后
的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几乎没有回声或回应。实际
上，在技术研究领域，对人的关注屡见不鲜。一度流
行的《数字化生存》，建筑机械技术出身的作者尼古
拉斯·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将“人性

化界面”作为书中的第二部分，把“创造完美的人性
世界”作为数字化时代的核心理念( 尼古拉·尼葛
洛庞帝，1997 ) ; 媒介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麦克卢
汉，跳出重重媒介之物的包围，洞察到媒介和技术中

的“人性”，发现“人的技术是人身上最富有人性的
东西”;约翰·齐曼( 2002) 在《技术创新进化论》中，
论及技术带给教育研究的新方法，目睹了“技术与
心灵”的关系:“它记录了一种新学科对于新鲜的年
轻心灵的撞击，这种撞击经常在这些心灵最具接受

能力、创造力和交流能力时发生。”教育技术学领域
引用最多的技术哲学界相关理论是海德格尔的思

想，但相对忽略了其他技术哲学家，典型如马尔库塞

和他的《单向度的人》直接把“人”在技术时代可能
带来的异化作为思考重心 ( 赫伯特·马尔库塞，
1989) ，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思想传统: 一次次在技
术神话横行喧嚣之时，冷眼凸显“人的危机”。
已无需更多例举，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教

育技术学领域，不是“技术太多”，“思想太少”，而是
有关“技术与人的思想”，尤其是从技术的视域理解
人、人性及人的生命的思想太少。换言之，教育信息
技术之学，从来不缺思考和思想，缺失的是对人、人
性和人的生命的高度敏感与整体把握，缺乏的是教

育技术视域的人性观和生命观，究其根本，缺少的是

对人及其生命的敬畏感。浩如烟海的研究文献向我
们展示了种种“追问”，诸如对理论、实践、问题、方
法、学习的追问……但我们没有看到对生命的追问，
对人性的追问，后者才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本源、原点
或根据:“沉思之追问决不会沦于无根据和无疑问
之境，因为这种追问先行追问着存在。对于沉思而
言，存在始终是最值得追问的东西。沉思在存在那
里遭遇到极端的抵抗，这种抵抗阻止着沉思，使之不

能严肃对待进入其存在之光亮中的存在着。”( 马
丁·海德格尔，1938) 当下及未来的信息技术，最需
要的追问，是对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成长的追问，追问

什么是理想的人及人性? 这才是真正“回到原点”
的追问，回到“人”这个所有教育的原点，然后再来
思考:什么样的信息技术，有助于呵护人性，激发人

的生命潜能，成为焕发生命活力的技术，从而培养出

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信息技术，有可能是成为限制，

甚至压制、剥夺或窒息人的生命活力的技术? 这种
对人性及生命成长的追问，是信息技术应当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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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责任”的首要部分，力图展现教育技术看待人
及其生命的独特视域。
这种原点式的追问，总是遭遇到来自技术本身、

各种方法和程序的抵抗，方法和程序为技术裹上了

厚厚的一层壳，硬壳本身在更新换代中不断进化，但

内核之处始终沉寂，成为荒漠之地。
这种原点式的追问，不是从“媒体”开始、从“学

习”开始，或者“技术中的学习”开始，而是从“人”开
始，由此引出本文对教育技术研究“逻辑起点”的
认识。
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不是单向度的存在，而

是层次性结构性的存在，分两个层次:一是广义的逻

辑起点，即“技术中人的成长”，这是教育技术领域
才可能有的逻辑起点;二是狭义的逻辑起点，即“技
术中人的成长 +”，它可以是“技术中的人 +学习”
(亦可以称之为“技术中的人及其学习”) ，或者“技
术中的人 +媒体”( 或“技术中的人及其媒体”) 等，
“人的成长”后面的“学习”和“媒体”都是通往成长
的手段和载体，是物化或事化的存在。两个层次的
逻辑起点合而为一，共同构成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

点。通过将“人”植入“逻辑起点”，实现信息技术与
教育的深度融合。真正的深度是人的深度，而不是
技术的深度，所有技术的深度，都由人带来，并取决

于“人的深度”。教育技术学对“人”及“智能时代之
人”的理解有多深，它的技术深度、思想深度和理论
深度，就会有多深。
一旦“人”在“逻辑起点”中被确立，教育技术的

世界将重点弹奏“生命的音符”，闪烁“人性的光
影”。教育技术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技术与人的成
长”的关系问题，教育技术之学，将从初始的“成技
之学”“成术之学”“成物之学”，变成“成人之学”，
变成“在成技、成物和成事中的成人之学”。这应该
就是信息技术“教育责任”的本义: 承担起通过技术
之物、技术之事来成人和育人的责任。与其他领域
的信息技术相比，这才是教育技术领域的独特责任

与特有贡献:在技术中设计和推动人的生命成长，以

技术的方式为人的生命成长作贡献。这些贡献能否
被人类知识共同体和理论共同体所认可，取决于如

下久被忽视的问题及其答案: 哪些与“人的生命成
长”有关的重大问题或难题，是由教育技术和教育
技术学解决或突破的?

这些经由教育技术而来的贡献表明，信息技术，

也有对人的焦虑，有能力把自己从工具的巢穴中摆

脱出来，从而摆脱纯工具性的定位。信息技术，同样
拥有“人文情怀”和“生命关怀”，信息技术也可以通
往“神圣”。
如何更好地承担现代技术的成人责任和育人责

任? 对于教育技术学来说，需要接续“历史与传
统”，强化“反思与批判”和拓展“对话与交往”。
一是接续“历史与传统”。这里的“历史与传

统”，主要不是技术或教育技术的发展史，也不是教
育技术学理论的发展史，而是与某种人类共通性的

思想或理念相关的“历史与传统”。日新月异的信
息技术最能紧跟时代前沿，也因此可能是最疏远人

类历史和传统的领域。它存在着两大久被诟病的惯
习:一是“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应用性”“操作主
义”惯习，二是“进步论”的惯习，把科学技术截然分
成“新”与“旧”两大部分，在对新技术的追逐和频繁
的更新换代中，将“旧有之物”抛入垃圾堆。这早已
被海德格尔( 马丁·海德格尔，1938) 所洞悉:“如果
我们要理解现代科学之本质，那我们就必须首先抛

弃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按照进步的观点，仅仅在程度

上把较新的科学与较老的科学区别开来。”这些惯
习表明，现代技术缺少对历史和传统的回视、尊重与
敬畏。我曾以“人工智能”为例，列举了美国物理学
家麦克斯·泰格马克 ( Max Tegmark) 思考“人工智
能”的方式。他对人工智能的探讨，展现出清晰、深
厚和强大的思想传统。其思想脉络根植于西方知识
分子内心深处纯正的柏拉图思想或柏拉图主义。这
是泰格马克不同于一般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的地方

( 李政涛等，2019) 。“柏拉图主义”的核心思想可概
括为: 1) 世界万物的真实都可归结为纯粹的数学存
在; 2) 人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深埋在心底，需要通
过心智体验和数学直觉来“唤醒”; 3) 大千世界是纯
粹理念世界的摹本。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是: 相信
世界的奥秘存在于人的观念之中。柏拉图思想因而
被称作“观念论”或者“理念论”。这是以泰格马克
为代表的研究者探究人工智能技术时所接续的思想

传统，这恰恰是已有的教育技术学理论所欠缺的，即

“回到并立足于某一思想传统，理解人工智能背后
的思想内核，与某一传统文化有所呼应并建立起内

在关联，感受人类思想传统的空谷回声，进而基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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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传统的结构化理论模型刻画包括人工智能与

教育的演进过程”( 李政涛等，2019) 。
与所有的学科或理论一样，教育技术学必须回

答两大问题:一是需要进入什么思想史，承接何种理

论传统? 二是需要创造什么新传统，变成人类整体

思想传统的一部分，交由后人来传承转化，转化为人

类文明的有机构成，等待后来者在代际传承中持守

呵护，而不是与“旧技术”一起消亡于时空之中。以
“技术促进学习”这一当前教育技术领域最热门的
问题为例，与学习有关的现有技术、工具、方法和程
序，将会在更新换代中逐步消失，被更加“进步”“先
进”的新技术、新工具所替代，多年以后，这一研究
领域什么能够留下来，在“屹立不倒”中为后人所继
承和发扬? 能够留下来并传下去的，首先一定是与

某种思想或理念相关的东西。除了被教育技术学界
广为运用的“建构主义”，“人文主义”和“形而上
学”，是教育技术学特别有必要进入并秉持的思想
传统。《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
变?》这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报告，引领我们
再度回到了“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这一传统的人
文主义理念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 ) ，这是无论
什么样的技术时代，都不可丢弃和抛离的思想传统，

它的理念基石是一种“责任”: 对人性尊严、人格尊
严加以坚守与呵护的责任担当。“形而上学”则与
现代技术和其背后的科学理性存在密切勾连，正如

马丁·海德格尔( 1938 ) 所言: “如若我们成功地探
得了为现代科学建基的形而上学基础，那么，我们必

然完全可以从这个形而上学基础出发来认识现代的

本质。”何谓“形而上学”? 在科学哲学及分析哲学
批判者们的轮番攻击下，它已经成为不少人唯恐避

之不及的存在，却遗忘了形而上学的本性或初心:它

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为“智慧”而来的，为了
智慧、追问智慧和通向智慧的一种理论方式。正是
通过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形而上学才与其他把

握世界的形式区分开来。当我们“重新关注形而上
学，指向的是智慧的回归”( 杨国荣，2014 ) 。在此，
形而上学通过“智慧”，显现出与普通知识和科学的
区别。在性质上，形而上学不是知识，而是思想和观
念，观念是决定人生态度和行动的思想系统和基本

信念，本质是价值体系。人类需要形而上学介入、干
预或者发挥作用之处，都是关于价值体系的问题。

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知识主要是以分门别类的方

式把握世界，其典型形态是科学。科学的典范特征
是“分科之学”，不同门类的科学，以特定的视域探
究世界的某一方面。知识之“分科”，意味着以分门
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由此显示出知识与智慧在考

察层面的区分: 知识层面对世界的把握，主要以区

分、划界的方式展开; 智慧层面对世界的把握，则是
以整体性、跨越界限的方式展现。然而，“如欲真实
地把握这一世界本身，便不能仅仅限于知识的形态、
以彼此相分的方式去考察，而是同时需要跨越知识

的界限，从整体、统一的层面加以理解”( 杨国荣，
2014) 。如此产生了对智慧的追寻，即对世界进行
整体把握的追寻。一旦教育技术学把形而上学作为
理论根基，就意味着，它是以智慧的方式，对“教育
技术”这一独特的“存在”进行整体把握，获得关于
教育技术存在的“原理”: “统摄万事万物的道理是
最高的原理，研究这些最高原理的学问，叫作形而上

学。”( 陈嘉映，2012) 能够“统摄万物”的原理，就是
“形而上学”，它具有“普遍性”“统一性”“超越性”，
得以贯穿、渗透、影响，因而超越了万物，超越了那些
“分门别类”的学科化知识。所谓“原理”，仍然与
“智慧”脱不了干系，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
出，智慧所指向的，是“原因和原理”，它们涉及存在
的根据、本原，是对存在根据、本原的追问。正是从
这个角度，我们看到了“智慧教育”和把握教育技术
学“基本理论”的独特价值: 在根底上，它们是对智
慧的追寻，对原理的探寻。
人文主义、形而上学，再加上科学，三者共同诠

释了人类源远流长的文明中最基本、最传统的价值
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智慧之境的向往。它们
不会随着时代变迁、技术更新而消亡，它们始终与人
类同在，与技术同在，与教育技术同在。
通过三者的融通，教育技术学向世界表明，信息

技术，也可以“思想”，同样能够朝向“思想”、汇聚
“思想”和拥有“思想”，而这一思想的产生，教育领
域为其提供了土壤及可能性。
二是强化“反思与批判”。对于教育技术学而

言，“反思与批判”也是其“教育责任”的一部分。
“反思”总是离不开“批判”，且最终必然通往“批
判”。批判也是“形而上学”的天然使命。尼古拉·
哈特曼 ( Hartmann，1949 ) 曾经指出，“康德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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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没有批判就没有形而上学———仍然是有效
的”，还可以对这个命题“提出其自然的反命题: 没
有形而上学就没有批判”。作为一种追寻智慧的活
动，形而上学是不断进行批判和反思的过程，它难以

无批判地认同既成的结论，它不会对已有的知识、教
条、看法，未经反思地接受下来，总要对已有的命题、
观念、理论，都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反思，并要求进一
步追问其根据。作为形而上学的教育基本理论，批
判基因从一开始就深植于其血脉里，它习惯于对既

成的概念系统和观念系统进行反思性考察，“它既
拒绝无批判地接受现成的论点，也反对独断地给出

一个结论。无论对他人或自己提出的观点，都要进
行分析、论证”( 杨国荣，2014 ) 。这种反思、批判的
态度与取向，还有更深刻的含义: “对现实永不满
足，力图发现现实的不合理之处，为着理想的实现而

不断地努力”( 于伟，2015) 。这种反思性、批判性的
努力，在教育技术领域并不缺乏，但如前所述，缺的

是“信息技术”视域下对“人”“人性”“人的生命”的
反思，缺的是对“技术与人的关系”的反思，更缺的
是对“技术”对教育及人的生命成长可能带来的灼
伤或异化的批判。虽然在技术实践上，教育技术革
新可弥补技术带来的“对话”或交往等方面的缺失，
但在理论上一直缺少对外来批判充分有力的应答，

需要更多破除“技术之于学习的神话”“切勿使技术
凌驾于主体之上，使超度灵魂的教育活动遭到废

黜”( 李芒等，2020) 这样的清醒之声。这说明，教育
技术领域需要强化自身对技术的限度及其弊端的反

思与批判能力，形成“回到人之原点”的批判惯习，
产生属于教育技术学的“批判传统”，同时，更要强
化对各种外界“批判”的辨析与回应能力，避免“视
而不见，听而不闻”。
三是深化“对话与交往”。教育作为人类的“共

同利益”，也是不同领域、群体和学科的共同责任。
信息技术倘若要充分担当好自身的“教育责任”，借
此确立存在价值的不可替代，提升教育技术学的学

术地位，亟需带着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和胸怀，与
其他领域深度对话与交往，包括对内，即在教育学科

体系内部，与其他教育分支学科的对话和交往; 对

外，即与教育学相关学科的交往，形成“跨学科”研
究的格局，这一趋势已为当下教育技术学所重视。
但“跨学科”的目的还需进一步厘清: 不只是为了获

得新的工具和方法，也不仅仅为了采用新的视角，如

生态学视角 ( 任友群等，2015 ) ，来思考和解决自身
的技术难题，它的目的还在于:在对话和交往中明晰

自身的独特，在比较中凸显“贡献意识”与“贡献自
觉”。当前和未来的教育技术学，特别需要将自身
的研究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回答“我”为人类
的生存与发展，为人类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何

种贡献? 尤其需要将自身放入知识共同体、理论共
同体的背景之下，回答通过教育技术的研究，在提供

了新技术、新工具、新方法的同时，“我”为人类的知
识生产和理论发展，作出了什么样的“知识贡献”和
“理论贡献”? 因为有了对信息技术的“教育责任”
的担当，“我”为人类的知识与理论，增添了什么?
丰富了什么? 改变了什么? 突破了什么? 典型如有

关“学习”及“学习科学”的研究，与心理学、社会学、
人类学和脑科学领域的学习研究相比，教育技术学

领域的学习研究，在知识和理论意义上的独特贡献

到底在哪里? 通过深入的比较鉴别，将教育技术学

的贡献，从工具贡献、方法贡献、程序贡献，提升到知
识贡献和理论贡献的层面，并因为这一贡献，发挥

“信息技术”所具有的引领人类发展方向的作用，避
免科学发展通常带来的一种危机: 研究成果对我们

的世界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但其本身越来越不可能

在此世界给予人类方向。如果教育技术和教育技术
学能够清晰有力地回答:我可以为人类发展、人类的
技术发展、人类的教育发展引领了什么方向? 这个
领域的独特且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必定会真正得以

彰显，教育技术之学，才会真正改变“技术自信，理
论自卑”的传统面貌，迎来脱胎换骨的新时代。
归根到底，教育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为促进人的

生命成长而来的技术:设计技术，就是设计人的生命

成长;发展技术，就是发展人本身。这是教育技术不
可动摇的“教育责任”:它通过承担介入人类的教与
学、改变教与学、提升教与学质量的责任，承担起对
人的责任，这一责任因此成为其持续发展的根基或

基石。
期待终有一天，教育技术学迎来这样的时代:谁

不研究教育技术，谁不关注教育技术学的理论，谁就

无法理解现代之人，无从把握现代教育的方向，更难

以建构现代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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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南国农认为，信息技术是指对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交流、

应用的手段和方法的体系，包括视听技术、计算机技术、整合技术

等。它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 1 ) 手段，即各种信息媒体，如印刷媒

体、电子媒体、计算机网络等，是一种物化形态的技术; 2) 方法，即运

用信息媒体对各种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存储、交流、应用的方法，是

一种智能形态的技术。信息技术就是由信息媒体和信息媒体应用

的方法两个要素组成的( 郭绍青，2002) 。

②这是华东师范大学高德胜教授 2018 年 11 月 24 日在华东师

范大学举行的“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学理论重建”学术研讨会的核

心观点，参见顾小清、杜华《“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学理论重建”重要

命题的反思与对话》( 顾小清等，2019) 。

③这是华中师范大学雷万鹏教授 2018 年 11 月 24 日在华东师

范大学举行的“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学理论重建”学术研讨会的核

心观点，参见顾小清、杜华《“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学理论重建”重要

命题的反思与对话》( 顾小清等，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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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 Zhengtao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y" needed to be taken by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rstly，this paper reviewed " educational contribution" made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in-
cluding practical contribution，theoretical contribution，and cultural contribution，which is also the " educational re-
sponsibility" undertaken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n，the existing " technical criticism" is analyzed as a whole，
which is presented from the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criticism，the theoretical type of technical criticism，and
the object of technical criticism． Again，serving as the logical start of our research on education technology，the view
of " human growth in technology " is put forward． We excogitate and develop the growth of human life，through the
excogi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which is the core of the "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modern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Ultimately，Many things need to be accomplished，which include aspects such as continuing with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and deepening the dialogue and communica-
tion．

Key words: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y; technical cr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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